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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
南非任期最长的财政部长特雷弗·曼纽尔

回顾了南非失落的十年，以及为非洲新冠

疫情的应对措施筹集资金

1994 年，南非举行了首届民主选举，之后，

种族隔离政权完成了权力交接，彼时，南非经

济混乱不堪，社会不平等问题深重。偿债成本

占 GDP 的比重非常高。经验丰富的反种族隔离

斗士特雷弗 • 曼纽尔临危受命，出任南非财政部

长。上任后，他当即作出了一项艰难决定，即修

改了政府预算编制流程，设定了严格的财政赤字

削减目标。截至 2006 年，南非经济实现了 20 多

年来的最快增长，预算赤字接近于零，曼纽尔完

成了人们眼中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目标。他表示：

“何为领导力？无所畏惧，坚持你认为正确的道

路就是领导力。”这个立场贯穿了他的整个职业

生涯。作为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主席兼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治理改革委员会负责人，在直言不讳地

批评“旧秩序”时，曼纽尔直截了当地将新兴市

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和代表权提上了国际

议程。

在民主南非的前四任总统任期内，曼纽尔

曾担任内阁部长长达 20 年。此后，其出任非洲

联盟应对新冠疫情问题特使，并继续倡导公平

的竞争环境。在接受《金融与发展》（F&D）的

安娜丽莎 • 巴拉采访时，曼纽尔谈到了南非的困

境，以及非洲为应对疫情所需的资源。

《金融与发展》：作为财政部长，您排除

万难推行了预算改革，并最终实现了南非持续时

间最长的经济增长。您对那些正面临艰难抉择

的国家有什么建议吗？

曼纽尔：根据宪法，内阁成员需要集体或

单独向议会负责。政府预算代表的就是这种集

体责任，所以，作为财政部长，我的职责就是说

服内阁，降低债务占 GDP 的比重。我们在财政

部设立了技术委员会，邀请其他部门对自身的支

出需求做出解释，引入了中期支出框架，以完善

预算编制计划。在预算日的前几个月，我们会向

议会提交一份预算政策声明，根据政府的优先

事项设定支出总额度。在某种程度上，之所以

设计这种制度，是为了逼迫我们量入为出，这也

是我们的优势所在，我们可以在政府事务管理问

题上达成一致，因为人人都希望为实现民主贡献

一份力量。

但现在，这种态度已经不存在了。雅各布 •
祖玛执政的十年不仅仅是南非失落的十年，可以

说，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均已停滞。我们在倒退。

祖玛政府认为财政部权力过大，因此，总统曾试

图将其进行拆分。弱化财政部权力的后果，现在

我们已经看到了。政府征税能力被削弱，严重的

内部腐败破坏了国家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南非

的执政党可能还是同一个，但南非早已不是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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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南非。

《金融与发展》：南非崛起于被国际社会

孤立的环境中，曾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

的新兴市场之一。但近些年来，它的经济增长表

现明显落后于其他新兴国家，是什么阻碍了它的

发展呢？

曼纽尔：在南非总工会中，有大约 60% 的

成员是公务员。如果你按照购买力平价标准对比

一下南非公务员的薪酬水平与新兴市场国家公务

员的薪酬水平，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待遇相对更

好。但这剥夺了国家资源。

在我担任财政部长期间，很多同事在财政

部工作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里的待遇极好。驱使

他们工作的是一种集体精神——而这就是推动

变革的方式。当你们共同承担责任，并能就一个

不受意识形态驱动的议程达成一致时，就可以建

立起一种制度，不论部长如何更换，制度永存。

维持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是南非转型的最大阻碍。

《金融与发展》：南非一直以来都在与不平

等问题做斗争。我们可以采取哪些不同措施呢？

曼纽尔：南非的社会保障网络状况极其糟

糕，而提供社会保障网络至关重要。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不断地重新审视“社会福利工资”的构

成。社会保障不仅仅指失业救济。它关乎社会

福利制度能否给具有最迫切需求的人提供保障。

它关系到教育和医疗品质，人们是否能够用上清

洁的饮用水、卫生设施和垃圾收集站等。

2020 年，在南非一个叫“科索沃”的非正

式定居点，有一位高中生毕业了。他的数学成绩

有 99 分，物理成绩则得了 100 分。“科索沃”是

南非谋杀率最高的地区。每天晚上，当这个孩子

在学习的时候，枪弹会从他居住的小屋飞过。如

果不改变这些学生的生存环境，解决平等问题

就无从谈起。“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很难具体阐释，

但从有效的教育制度中走出来的青年人，你可以

从他们的信心中看到什么是社会资本，它可以为

青年人赋予无限可能。

《金融与发展》：您估计在未来三年，非

洲每年应对新冠疫情的资金缺口约为 1000 亿美

元。各国怎样补上这个缺口呢？

曼纽尔： 作为特使，我们的任务是找到解

决方案，解决偿债成本不断上升这一主要风险。

很明显，我们要先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 G20 开

始。这也是《暂停偿债倡议》诞生的原因。在原

定推迟偿还的 120 多亿美元中，实际已经释放的

资金量只有大约 50 亿美元，解决不了多少问题。

2008 年 10月，当雷曼兄弟破产时，G20 召

开了首次峰会。截至 2009 年 4月，各国同意了

特别提款权的分配方案。当今世界需要的就是

这种领导力。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特别提款权分

配方案，讨论如何利用未使用的特别提款权，提

高低收入国家以及陷入困境的中等收入国家的流

动性。

《金融与发展》： 回顾我们以往在债务减

免工作中所做的努力，我们今天应该铭记什么？

曼纽尔：在某个时间节点，我们需要讨论

债务削减问题，这与 1996 年启动的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联合债务减免倡议一样。我

们暂且不论设定的条件是否可行，但多数国家确

已从中受益。当时与现在的区别就在于，现在可

以利用资本市场融资的发展中国家比以往更多。

有些国家迫切需要减免债务，但又担心一旦申请，

信用评级会被下调，因而进退两难。

《金融与发展》：您在一个种族隔离的城

市里长大，童年的种族隔离经历令您在开普敦抵

抗运动中改变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最终身陷牢狱。

在斗争过程中，是什么让您坚持下去？当您进入

内阁后，您是如何做到脚踏实地呢？

曼纽尔：我不会让环境主宰我。每当我经

历重大事情时，我的母亲总是能出现在我的生活

里。去年，在她的葬礼上，我说过，每次在提出

预算时，我都会在听众中搜寻她的身影。对我来

说，最重要的是要了解我的母亲是否理解我所说

的话。我可以谈论“经济学”，但如果生活受影

响的人不理解经济学为何物，我说这些又有什么

意义呢？人才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你不

能让他们失望。

为了控制篇幅、理清脉络，我们对采访内容

进行了编辑。 

前  沿




